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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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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限道德是指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 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悖离, 它导致

无意识的道德偏差。有限道德弥补了理性道德模型在不道德行为解释力上的缺陷。该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主

要包括：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关于有限道德存有 4 种理论解释：自利

性动机、双重自我、道德褪色和框架效应。未来有关道德决策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需要延伸到有限理性与

无意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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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behavior)是指违背人们
所广泛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Kaptein, 2008; 
Kish-Gephart, Harrison, & Treviño, 2010)。近年来, 
以网络热词为代表的各种商业丑闻、官员腐败、

政商合谋、暗箱操作、产品伤害事件屡见媒体, 如
“地沟油”、“三氯氰胺”、“表哥”、“房叔”、“小悦
悦”等 , 引发公众对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的激烈
争议与拷问。在组织中, 不道德行为逐渐呈现出
复杂化、多样化、高科技化和团队化的特点, 其高
发性和普遍性不仅给组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
严重破坏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 

即便存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为什么个
体、群体、组织屡屡做出违背普遍伦理的行为？如

何减少甚至消除此类行为？这些皆属亟需解决的问

题。研究不道德行为的原因机制和应对措施, 渐已
成为不同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共同关注

的热点。人们把不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失范、监管

不力、法制缺陷等, 因此在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的
同时, 道德建设与约束也是减少不道德行为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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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举措。比如高校加大了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企业制定了相关措施预防公司员工的道德败坏行为, 
行业协会也加强了从业者的自律与道德训练。 

然而, 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显性的不道德行为, 
现实中一些不道德行为是人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 
很多品行端正的人 , 也会不知不觉地做出坏事
(Bazerman, Chugh, & Banaji, 2005; Bazerman, 
Loewenstein, & Moore, 2002; Bersoff, 1999)。例如
在缺乏审计独立性时, 审计工作的客观性会受到
影响 , 审计员会无意识地做出有偏的审计决策 , 
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即为经典案例(Bazerman 
et al., 2002; Moore, Tetlock, Tanlu, & Bazerman, 
2006); 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 (guanxi)行为, 因其
滋生腐败和损害公平而被视作非道德(Chen, C. C., 
& Chen, X. P., 2009; Fan, 2002), 但当人们自己处于
关系圈内时似乎丝毫未觉“关系”行为有何不妥。显
然, 这些是更深层的隐性道德问题, 规范的理性道
德模型是难以有效解释的, 通过理性的道德约束也
很难控制此类行为。本文引入有限道德的视角, 以
解释人们无意识的非道德行为。未来对不道德行为

的研究, 需要关注有限理性和无意识层面。 

2  不道德行为研究的理论转向 

2.1  理性道德模型 
理性道德模型假设个体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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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理性的, 不道德行为是个体在诸多因素的作
用下有意而为。理性道德模型是一个广泛的理论

框架, 在解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机制上, 存在多
种理论取向(Kish-Gephart et al., 2010; Maheshwari 
& Ganesh, 2004)。 

第一, 烂苹果理论(bad apples)。此理论取向
强调个体因素是影响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变量。皮

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

认知发展理论皆认为, 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
段存在差异。在面临道德困境时, 高道德发展水
平的人比低道德发展水平的人, 更可能做出道德
的决策。个体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

道德标准和道德信念,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
外在道德行为。除道德认知水平外, 其他的个体
因素也与不道德行为相关。例如外控型人格比内

控型人格更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Forte, 2005); 高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产生更

多的不道德行为(Hegarty & Sims, 1979)。 
第二, 坏染缸理论(bad barrels)。该理论取向

重视环境因素在引发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Milgram服从实验、Zimbardo监狱模拟实验说明, 
外界情境可以致使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电击他
人和虐待犯人)。环境线索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催化
剂作用在组织中也有所显现。例如道德氛围

(ethical climate)反映的是员工对于组织中作为期
望标准的某种形式的道德推理和行为的共同知觉

(Martin & Cullen, 2006), 与不道德行为显著相关
(Kish-Gephart et al., 2010), 处于工具性的道德氛
围中的员工较之于处于关爱、制度化、规则化和

自主的道德氛围中的员工, 更可能产生不道德行
为 (Wimbush & Shepared, 1994); 组 织 文 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与员工的不道德行为具有
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 良好正向的组织
文化可以减少组织内部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第三, 个人—情境交互模型。Treviño (1986)
提出个人－情境交互模型, 认为道德决策是建立
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之上, 同时受到个体因素和情
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当个体面临道德困境

时, 决定其是否会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原因, 除了
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以及其他个体因素(如自
我强度、场依存性、控制点)之外, 还受到情境因
素(如工作背景、组织文化、工作性质)的影响。个
人－情境交互模型融合了“烂苹果”和“坏染缸”理

论, 是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模型。 
第四, 问题权变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

Jones (1991)所提出的问题权变模型, 它把道德问
题本身作为影响道德决策和行为的权变因素。道

德决策随具体道德问题而变 , 问题的道德强度
(moral intensity)不同, 则个体的道德判断亦不同。
其中, 道德强度意指道德问题的紧迫程度, 包括
6 个维度：结果大小(magnitude of consequence), 
社 会 一 致 性 (social consensus), 效 应 可 能 性
(probability of effect), 时 间 即 时 性 (temporal 
immediacy), 亲密性 (proximity)和效应集中性
(concentration of effect)。通过引入权变思想, 不道
德行为的解释模型趋于完善。 
2.2  有限道德模型 

理性道德模型在解释有意的不道德行为上已

较为完善, 然而现实中还有许多现象是其难以有
效加以解释的, 如“好心办错事”、“事后后悔”、“无
心之过”、“恬不知耻”“不知者无罪”等。有研究者
指出, 很多不道德行为和决策其实是缺乏理性和
深思熟虑的, 偏向直觉化、自动化和情绪化(谢熹
瑶, 罗跃嘉, 2009; Haidt, 2001; Reynolds, 2006; 
Sonenshein, 2007)。因此, 研究者开始把视角从理
性转向有限理性。 

Simon (1956)认为 , 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
和非理性之间, 受到情境与人们计算能量的制约, 
并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随后
Kahneman和 Tverksy继承了 Simon的观点, 从行
为决策的角度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认
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可利用的认知资源是有限

的, 在识别和发现问题时, 易受知觉偏差的影响, 
从而在运用信息的过程中, 会以系统的方式偏离
最佳决策和理性(Kahneman & Tverksy, 1979)。根
据有限理性和预期理论, 在面临道德冲突和决策
时 , 个体的理性同样会以系统的方式受到限制 , 
产生“道德盲点”, 表现出无意识的道德判断与决
策上的偏差。  

在充分吸收 Simon 和 Kahneman 的理论思想
的基础上, Chugh, Bazeman和 Banaji (2005)系统
地提出有限道德的概念, 认为有限道德是有限理
性在道德判断与决策领域的迁移, 并将有限道德
(bounded ethicality)定义为一种系统的和可预测的
心理过程：它导致人们做出与自身的道德准则相

违的不道德行为 (Banaji, Bazerman, & Ch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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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Banaji & Bhaskar, 2000)。Chugh等人(2005)
认为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 意识扮演的可能只是
一个次要角色, 大多数思维、感觉和动机都是处
于无意识模式下。因此, 很多不道德行为实际上
是一种“无意的不道德” (unintended unethicality) 
(Tenbrunsel & Smith-Crowe, 2008)。根据有限道德
的观点, 个体外显行为与内在道德信念之间存在
断层, 在无意识情境下, 道德认知退变为次要因
素, 个体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并非他所想的那样
道 德 (Tenbrunsel, Diekmann, Wade-Benzoni, & 
Bazerman, 2010)。国内学者茅宁和陈银飞(2012)
扩展了有限道德的内涵, 认为有限道德是指伦理
决策的有限性, 不局限于预测或评价自身的行为
上 , 还涉及到对他人行为进行伦理判断和评价 , 
并指出变化视盲、结果偏差和确定效应是有限道

德的 3种表现(陈银飞, 茅宁, 2011)。目前理性道
德框架下的不道德行为研究已较为丰富, 未来研
究需要转向有限道德。 

3  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表现 

有限道德视角下不道德行为的基本特点在于

行为主体的无意识性, 个体在从事这些行为的过
程中并未觉知其道德性, 但实际上该行为既损害
了他人利益也背离了自身道德标准。无意识的不

道德行为多种多样,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主要
有：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

突和漠视未来(陈银飞, 茅宁, 2009; Banaji et al., 
2003; Bazerman, 2011; Bazerman & Banaji, 2004; 
Tenbrunsel et al., 2010)。 
3.1  内隐偏见(implicit discrimination) 

个体在决策中通常会存在性别、年龄、种族

和文化等偏见, 但个体无法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偏
见的存在, 即内隐偏见(Chugh et al., 2005)。具体
而言, 内隐偏见指对特定群体的无意识偏见, 源
自内隐态度, 与外显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外显
态度是通过深思熟虑的认知而发展的信念和看法, 
是信息加工的有意控制过程, 而内隐态度则是对经
验自动反应的心理表征, 无须意识努力。内隐态度
常常以细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 

由于内隐偏见是对特定社会群体和消极评价

间的自动认知联系 (Fazio, Jackson, & Dunton, 
1995), 那么持有内隐偏见的人在受到环境中刺激
线索的驱动之后, 会无意识地对相应的社会群体

产生消极的评价和认知, 并在行为中反映出来。
例如 Green 等(2007)对医生群体内隐偏见的研究
发现, 无意识的种族偏见影响医生对于黑人患者
的医疗决策; McConnell 和 Leibold (2001)发现内
隐态度能很好地预测人们对待不同群体的非言语

行为, 相比对白人主试, 对黑人内隐偏见高的被
试显示出了对黑人主试更消极的非言语行为; 内
隐联想测验(IAT)的结果也发现某白人男性对于
白人/好与黑人/坏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于白人/坏
与黑人/好的反应时, 尽管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是无
偏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给了白人更多的机会
(Bazerman & Moore, 2008)。不同文化环境和被试
群体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内隐偏见的普遍性。虽然

表面上我们存在着好意, 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
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老年歧视者(Fiske, 
2004)。 
3.2  内群体互惠(ingroup favoritism)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个体通过社会分类, 对
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认同, 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
体, 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内群体人员(张莹瑞, 
佐斌, 2006)。当人们对他们所处的内群体有强烈
的认同 , 且他们的自尊与群体的价值相联系时 , 
他们就会帮助自己的群体成员, 有时候甚至会贬
低其他的群体(Dasgupta, 2004)。内群体互惠是指
由于社会认同的作用, 人们会无意识倾向于帮助
内群体人员。划分内外群体的标准通常是人口统

计学因素, 人口统计学(如种族、性别、地域等)
与己相似的人则被自动归为内群体 (Verkuyten, 
2007; Mohr & Larsen 1998); 也有研究者直接按照
某种标准把被试划分到不同的组别中, 相同组别
内的被试属于内群体人员(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事实上, 当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去帮
助自己的朋友、老乡或者亲戚时, 其实已经构成对
那些外群体成员的歧视, 导致资源分配产生实质性
的不公, 因此从群际层面考虑内群体互惠本质上也
是非道德的。它与内隐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
强调偏爱内群体, 后者则侧重于歧视外群体。 

关于内群体互惠的研究, 虽然发现在一些特
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偏好逆转和害群之马效应

(black sheep effect) (Khan & Lambert, 1998), 但是
已经证实内群体偏好是普遍存在的 (Verkuyten, 
2007; Nakashima, Isobe, & Ura, 2008)。例如 , 
Verkuyten (2007)对不同种族的儿童的研究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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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对内群体的评估比对外群体的评估更加积极; 
Mohr和 Larsen (1998)对澳大利亚足球比赛中裁判
的内群体互惠的研究发现, 本地球队比外地球队
得到了更多的任意球判罚; 在组织中, 内群体互
惠效应依然存在, 当面临同等合格的两个工作候
选人时,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内群体成员(Lewis & 
Sherman, 2003)。人们的内群体偏好程度越强, 则
为内群体分配更多的资源 (Oishi & Yoshida, 
2002)。当基于个人无意识主观偏好而非客观标准
的决策倾向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时, 内群体互惠已
经成为不道德行为。 
3.3  沽名钓誉(overclaiming credit)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作者以百分比来评估自

己对于其合作成果的贡献, 百分比之和往往超过
百分之一百。沽名钓誉即指合作双方倾向于高估

自己对集体成功的贡献, 同时贬低他人的努力成
分(Banaji et al., 2003)。研究者认为, 自我注意聚
焦和自我记忆提取的简易性, 造成了人们对于自
身贡献的积极幻觉, 即人们倾向于关注自己的贡
献而忽视他人的贡献, 同时人们也更容易回忆自
身而非他人的贡献 (Caruso, Epley, & Bazerman, 
2006a)。沽名钓誉的另一根源在于自利性归因偏
差, 这种归因偏差使得人们以偏颇的态度来解释
事件的成因, 对于集体的成功, 倾向于认为自己
有更大的功劳, 而对于集体的失败, 则倾向于认
为自己承担很小的责任(Miller & Ross, 1975)。 

沽名钓誉现象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得到证实

(Brawley, 1984; Forsyth & Schlenker, 1977; Ross & 
Sicoly, 1979)。一项经典的研究是 Ross 和 Sicoly 
(1979)关于夫妻各自评估自己和对方承担家庭事
务中的贡献大小的研究, 研究发现夫妻双方高估
了各自的贡献, 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家务。由
于沽名钓誉 , 人们难以客观评估合作者的贡献 , 
这可能影响后续合作行为。组织中沽名钓誉现象

主要表现在绩效评估中, 组员对自己和他人的绩
效判断可能会存在差异, 认为自己的绩效优于其
他组员 , 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的绩效排序在后
50%的行列,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团体凝聚力。
由于人们时常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中, 易于居
功自傲, 自认合乎事实, 实际上却夸大了个人努
力, 贬低了他人成就。积极地思考其他组员的观
点, 采取他人的视角, 可能是减少这些无意识的
沽名钓誉现象的一个有效手段 (Caruso et al., 

2006a; Caruso, Epley, & Bazerman, 2006b)。 
3.4  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医生道德沦丧的原因大多在于医药不分家 , 
以药补医, 经纪人在股市萧条时会仍然建议客户
大量持有股票, 审判独立性要求法官回避审判与
法官有利益关联的人。现实生活中利益关联现象

普遍存在并且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决策。尽管人们

试图保持客观, 当存在个人利益卷入时, 人们的
决策和判断便会受到影响, 常常未能意识到自身
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Moore 
et al., 2006; Thagard, 2007)。简言之, 欲望与潜在
利益瓜葛会影响人们解释信息的方式, 其行为决
策的结果往往导致相关利益者蒙受损失。 

有关利益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审计师判断与决

策行为研究为代表。Bazerman 等(2002)进行的公
司价值评估实验发现, 扮演不同角色的审计人员
(买者和卖者), 根据相同信息对公司客观价值的
评估是不同的, 扮演卖方审计人员的估计值要显
著高于扮演买方审计人员的估计值。Moore, Tanlu
和 Bazerman (2010)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假如审计
师所审计的公司同时也是雇佣他的公司, 而非第
三方, 那么该审计师更可能认为该公司的潜在问
题账务符合 GAAP (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当缺
乏审计独立性时, 审计人员的判断极有可能受到
个人利益冲突的影响。虽然利益冲突不太可能导

致有意的不道德行为, 但它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扭
曲我们的判断。诸多文献都已揭示审计人员具有

审计偏差 (Bazerman, Moore, Tetlock, & Tanlu, 
2006; Moore et al., 2006, 2010), 即便公开和严格
的审计规则都无法消除审计中的自利性偏差, 只
有消除产生自利性偏差的刺激才能够有效的减少

审计人员的无意识偏差, 即减少审计师与客户之
间的利益关联。例如美国的 Sarbanes-oxley 法案
就禁止审计公司提供给他们所审计的企业相关的

咨询服务。Bazerman 等(2002)的建议是：要想做
到真正的审计独立 , 消除审计人员的利益冲突 , 
首先必须确保咨询和税务服务完全独立 , 其次 , 
审计人员必须拥有固定的合约, 在合约期内企业
不得终止审计师的服务, 所有的账务和合约细节
都必须具体化并且不可更改。 
3.5  漠视未来(discounting the future) 

我们在预期将来是否会从事保护环境的行为

时, 常常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会践行环境友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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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事实上我们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环保者。譬如
虽然在一年内就能收回额外成本, 但是很多人却
不愿意购买高价节能电器。当人们偏好于当前自

身的微小的即时利益而忽视将来他人更大的利益时, 
便产生了代际折扣 (intergenerational discouting) 
(Wade-Benzoni & Tost, 2009)。人们倾向于对属于他
人的价值而非自己的价值产生折扣(Loewenstein, 
Thompson, & Bazerman, 1989), 同时, 人们对延
迟的价值而非即时的价值产生折扣(Loewenstein, 
1992), 这两种类型的折扣效应引发了代际折扣。
漠视未来的实质是处于代际困境的人们在决策的

过程中产生代际折扣 , 漠视下一代人的利益。
Wade-Benzoni (2002)认为代际间存在着利益的冲
突, 当代人的决策和行为会使自身受益却牺牲下
一代的利益, 通常表现在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与生存上。

显然, 基于代际层面的考虑, 漠视未来从属不道
德行为范畴。 

此外, 建构水平加工理论从心理表征水平的
角度阐释了时间距离与选择偏好的关系, 该理论
认为人们对事件建构分为两个水平：对首要特征

的高水平建构, 它是概括性的和去情境化的, 对
次要特征的低水平建构 , 它是具体的和情境性
的。时间距离的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建构水平 , 
对未来事物是高水平建构, 对眼前事物是低水平
建构, 从而导致决策结果就截然不同(Liberman & 
Trope, 1998)。由于建构水平的不同, 人们基于当前
时间点下对未来行为的预测易于产生偏差。例如, 
Mitchell, Thompson, Peterson和 Cronk (1997)研究表
明, 人们对事件的预期比他们在事件进行时的实际
体验要更加积极; 人们预测将来的行动时, 倾向于
认为自己比别人表现得更道德(Epley, & Dunning, 
2006; Diekmann, 2008)。因此, 人们在预测将来行动
时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道德的环保主义者, 但在实
际情形中依然看重即时利益, 违背个人准则。 

以上列举的各种无意识不道德行为, 推翻了
理性道德假设。以后对于不道德行为的研究需要

拓展视野, 从意识层面转向无意识层面, 从无限
道德假设转向有限道德。 

4  有限道德的理论解释 

4.1  自利性动机 
人们存在维护积极自尊的自利性动机, 比如

人们通常把自己看作是道德的、有能力的和有价

值的(Chugh et al., 2005), 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可
能表现出无私、友好和慷慨的行为 (Epley & 
Dunning, 2000), 并且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各种测试
和任务中能够完成得比其他人更好(Alicke, Klotz, 
Breitenbecher, Yurak, & Vredenburg, 1995), 相比
于对他人, 我们对于自己的道德行为给予更多的
奖赏, 而对于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则承担更小的责
任(Messick & Bazerman, 1996)。这种主观倾向性
和积极错觉, 使得个体出于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
的目的, 而不能有效地监控自己的行为。 

通常自利性动机催使人们在积极人格特质上

的评估产生自我服务偏差, 对自我的评估要优于
对他人的评估。在自我道德性评估上亦是如此 , 
人们倾向于把自身看得比一般人更加道德

(Tenbrunsel et al., 2010), 产生中等偏上效应
(above-average effect)。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道德
的和无偏的 , 并且想象自己是个合格的决策者 , 
能够客观公正且有理性地做出决策, 但是事实是
我们的无意识内隐偏见总是与意识层面的外显信

念不一致, 甚至最善意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允许
无意识想法和感觉影响似乎客观的决定(Banaji et 
al., 2003)。对自身的道德性过于自信, 在进行道德
决策时未能意识到自身局限性, 易产生有偏的道
德决策 (Chugh et al., 2005; Tenbrunsel et al., 
2010)。 
4.2  双重自我 

Strotz (1955-1956)首次提出双重自我问题
(two-selves problem), 即人们具有不同的自我, 这
两种自我在当前和将来两个不同的时期, 所起作
用的权重是不一样的(Schelling, 1984)。Bazerman, 
Tenbrunsel 和 Wade-Benzoni (1998)认为在内心冲
突时人脑中存在两种自我：“想要的我”和“应该的
我”。“想要的我”具有情绪性、情感性、冲动性, 被
视为“热向的” (hot headed); “应该的我”则更多的
是理智的、认知的、深思的, 被看作“冷向的” (cool 
headed)。“应该的我”包含了道德意图在其中, 要
求人们根据道德准则行事, “想要的我”则包含了
自利性, 相对忽视了道德性。两种自我之间存在
碰撞与斗争, 人们的内心冲突来自于“想要的我”
与“应该的我”之间的张力。 

Tenbrunsel 等人(2010)通过 “想要的我/应该
的我”框架来解释人们的知行不一 , 认为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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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同时间段的主导作用

是不同的。在预测和回忆行为的时候, “应该的我”
往往占主导地位 ; 在实际行动的时候 , “想要的
我”往往占主导地位。因此, 人们会错误地预测将
来自己在道德困境中的行为表现, 过高的估计自
己会表现出社会赞许行为 (Epley & Dunning, 
2000), 错误地回忆过去已发生的行为, 倾向于认
为自己比实际上更道德(Mitchell et al., 1997)。这
两种自我在不同阶段的主导作用使得人们的实际

行动和自身信念产生偏差, 导致有限道德的产生
(陈银飞, 茅宁, 2009; Tenbrunsel et al., 2010)。 

Woodzicka 和 LaFrance (2001)在工作面试情
境下检验了被试在想象和真实情境下对性骚扰的

反应, 结果发现两组的反应存在巨大差异, 想象
组的被试都报告说自己会采取措施(例如退出面
试、上报主管等), 而真实组的被试没有采取任何
措施。对此, Tenbrunsel等人(2010)的解释是, 想象
组被试在面临决策时是“应该的我”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会按照社会期望来反应 , 而真实组则是“想
要的我”处于主导地位 , 获得工作是被试的主要
愿望, 因此会选择沉默。 
4.3  道德褪色 

道德褪色 (ethical fading)是 Tenbrunsel 和
Messick (2004)提出的概念 , 它是一种心理过程 , 
意指在实际的行动过程中, 人们没有意识到他所
决策的情境具有道德意义, 因此就没有把道德标
准纳入决策标准之中 (Tenbrunsel et al.,2010)。
Tenbrunsel和 Messick (2004)认为, 道德褪色是通
过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过程得以实现的。自我
欺 骗 包 括 4 种 方 式 ： 委 婉 言 语 (language 
euphemisms)、决策滑坡(slippery slope of decision 
making)、因果知觉谬误 (errors in perceptual 
causation) 和 自 我 表 征 的 限 制 (constrained 
representation of self)。道德决策通常涉及自利和
道德准则的权衡, 自我欺骗使得个体避免或者掩
饰决策中的道德成分, 个体实际上行为自利但仍
然认为自己保持着道德性的完整。 

Rest (1986)提出的模型把道德行为的产生分
为 4个阶段：第一, 意识到道德问题, 即个体认识
到决策情景存在着道德两难的阶段; 第二, 做出
道德判断, 即个体通过多种策略来决定某个行为
从道德上来说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阶段; 第三, 确
定道德意图, 即个体决定以一种道德还是不道德

的方式来行动的阶段; 第四 , 实施道德行为 , 即
个体实施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阶段。在该四阶段

模型中, 道德意识指的是决策者对当前问题情境
是否存在道德意义的识别程度, 它是道德行为的
先行因素。按照此模型, 决策者在第一阶段即道
德意识阶段, 未能意识到所决策的内容包含道德
意义, 产生道德褪色, 最终导致了不道德行为。 
4.4  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概念来自于行为决策领域。Tversky
和 Kahneman (1981)用“框架效应”来描述决策问
题中因情景表述的改变而导致选择偏好改变的现

象, 并采用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研究范式证明
了框架效应的存在, 被试由于相同情况的呈现方
式不同,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决策。在获利框架下, 
被试倾向于风险规避, 在损失框架下, 被试产生
了偏好逆转, 倾向于冒险, 即风险寻求。这说明在
问题界定与表征过程中, 框架对于个体判断和决
策的影响。 

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 Kern 和 Chugh (2009)
的研究发现, 道德决策也易受到自动框架的影响, 
当进行道德决策时, 如果个体把潜在的结果知觉
为损失的话, 他会由于避免损失而比知觉为收益
的个体进行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 , 
Tenbrunsel和 Messick (1999)的研究发现, 被试在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依赖于被试对决策类型
的框定, 不同的框定类型(经济框架和道德框架)
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 把决策内容知觉为道德
问题的被试比把决策内容知觉为经济问题的被试, 
在囚徒困境中更可能表现出合作行为和道德行为; 
Tenbrunsel和 Smith-Crowe (2008)也认为, 在不同
的框架类型下个体的加工是不同的, 当人们运用
道德框架而非其他框架(经济框架、法律框架)框定
决策问题时, 他们就更可能意识到问题的道德性, 
反之则无道德意识, 更可能产生有限道德和不道
德行为。概括而言, 个体在面临决策时会自发的
运用内在的框架来界定问题的性质, 不同的框架
会产生不同的决策。因此, 由于框架效应的存在, 
人们会无意识地在经过自己的内在框定之后再进

行决策, 如果采取的是一种非道德框架, 那么他
们很可能会表现出不道德行为。 

5  总结与展望 

第一, 已有的道德理论模型并不能解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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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的不道德行为, 故而研究视角转向有限道
德。研究视角的转变既完善了道德理论, 又指出
了未来的干预途径和方向。以往道德理论家重视

道德训练和道德教育对减少人们不道德行为的作

用, 但是传统道德训练的效果是有限的(Banaji et 
al., 2003)。当我们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道德时, 我
们就不太可能去寻找提高我们道德行为的方式 , 
因此 Tenbrunsel 等(2010)认为人们应当首先意识
到有限道德的存在, 并且承认我们对无意识偏见
的易受影响性, 才有可能纠正自身无意识的不道
德行为。鉴于此, 我们在考虑道德应对措施时, 就
不能够仅仅依赖道德训练或者行为法则的功效 , 
同时要让那些自认为不会从事不道德行为的人认

识到理性的局限。 
第二, 社会发展引发不道德行为呈现多样化

趋势, 除了前文介绍到的 5 种无意识的不道德行
为之外, 是否存在更多类似的不道德行为可以通
过有限道德来解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道德

行为是否存在差异？例如, 中国儒家文化孕育的
“关系”行为在内涵上与内群体互惠有诸多相似 , 
其盛行的原因除了法制的不完善之外, 关系行为
的双方相互处于内群体之中 , 产生内群体互惠 , 
人们在“走关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实际上却损害了外群体的利益。有限道德视

角为探讨中国的“关系”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某种线
索。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无意识不道德行为的跨文

化差异和本土化特征。 
第三, 有限道德的 4 种理论解释, 其共同点

都旨在说明无意识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心理过程 , 
但各有侧重。自利性动机强调个体维持积极自尊

的动机因素, 双重自我则以二分的方式强调不同
自我的主导作用, 道德褪色指出个体道德意识的
缺乏, 框架效应则强调个体对问题情境的知觉方
式。纵观全文可以推之, 沽名钓誉与利益冲突的
原因在于自利性动机, 漠视未来是由于双重自我
的效应 , 内隐偏见与内群体互惠则与道德褪色
相关。不同类型的无意识不道德行为对应着不同

的心理加工过程 , 有限道德正是提供了这样一
个框架综合了各种类型的无意识不道德行为。无

意识的不道德行为有别于有意的不道德行为 , 
其产生机制更多依赖的是阈下自动加工过程 , 
现阶段对于有限道德成因的探讨多是理论假设 , 
未来需要更多可操作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理

论的解释效力。 
第四, 有限道德的验证性研究目前仍然缺少

范式。根据有限道德的定义：当事人的道德认知

与外显行为矛盾。因此验证有限道德的存在除了

测量个体的行为之外, 还需要测量其道德信念与
道德意识, 通过发现二者的差异以证明有限道德
的存在。但是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虽然个体

在理智状态的道德认知是高级的, 实际行为也是
非道德的, 但是此时我们如果直接推断该个体产
生有限道德仍然存在风险, 因为该个体在进行道
德决策时有可能意识到了行为的不道德性, 但是
由于利益关系仍然“有意而为之”。如何确定不道
德行为的无意识性和剥离意识性的影响应当是未

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 如果采取继时性
测量方式先后测量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 则易造
成道德启动, 影响被试后续的作答和行为表现。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者多源数据收集的

方式减少被试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相互作

用, 以验证有限道德的存在。 
第五, 由于人们普遍具有社会称许倾向, 所

以道德问题研究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传统
的问卷和情景模拟并不足以作为衡量个体道德水

平的精确指标 , 未来研究需要多元化测量方式 , 
例如内隐联想测验(IAT)。此外, 一些研究者已经
在使用脑成像技术来观察人们在道德决策时大脑

区域的激活程度。在执行道德判断任务时, 通过
fMIR发现腹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内侧前额叶、
扣带后回等相关脑区具有不同程度的激活

(Harenski & Hamann, 2006; Moll, Eslinger, & de 
Oliveira-Souza, 2001)。随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
发展, 更多生理反馈技术被应用于社会问题的探
究, 通过认知科学方法和社会研究方法的结合来
揭示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更

加高级的技术以客观的生理指标来反映无意识道

德决策的过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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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unded ethicality refers to a kind of inherent limitation when individuals make ethical decision. 
It manifests the departure between the external behavior and internal moral value, and leads to unconscious 
moral bias. Combined with rational ethicality model, bounded ethicality is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unethic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ethicality, unethical behavior includes implicit bias, 
in-group favoritism, over-claiming credi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discounting the fu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rises from self-service motive, two-selves, ethical fading and frame effect. Studies 
about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unethical behavior in the future need to be extended to bounded 
rationality. 
Key words: unethical behavior; rational ethicality model; bounded ethicality; in-group favoritism; two-selves 


